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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社会文化生产。

在近现代期刊史上，以商务印书馆创刊于 1904 年

的大型综合性定期刊物《东方杂志》延续时间最长，

社会影响力最广。进入 1930 年代，商务因“一·二八

事变”遭到重创，《东方杂志》被迫停刊再续，由老牌

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创刊于 1933 年的《新中华》杂志及

申报馆创办的《申报月刊》作为大型综合性定期刊物

加入当时的“杂志年”市场。凭借中华书局在全国出

版界的经营规模与影响力，秉持“灌输时代知识，发

扬民族精神”的办刊理念及“一面专门化，一面大众化”

的编辑策略，《新中华》为 1930 年代特殊的文化政治

环境开辟了较为宽容理性的公共空间，在读者中产生

了很大影响，与《东方杂志》和《申报月刊》并列为

上海三大综合性杂志。自 1933 年创刊至 1937 年间，

《新中华》为半月刊，至 1937 年“八一三事变”爆发

被迫停刊，共出刊 5 卷 111 期，据统计每期可销 3 万

份左右。11930 年代的《新中华》由倪文宙、周宪文、

进入 1930 年代，现代文学在其生产方式上发生了

变化。新文学生产逐渐突破了五四时期同人性质的文

学社团—机关刊物发行传播模式，新书店、杂志与副

刊对文学生产的商业化及大众阅读消费市场的形成起

到了最直接的推波助澜，在社会层面表现为以上海为

中心向全国辐射的“杂志年”现象。1932年起至1935年，

市面上的定期刊物种类数量逐年持续性增长，职业写

作者—出版商—读者三位一体的商业化模式拓展了文

学生产的疆域，如果说近代印刷技术变革与报章杂志

的发展从物质生产层面对文学创作的内在机制和外在

形式产生影响，那么进入 1930 年代的文学生产逐渐溢

出了以文学团体为核心组织方式转而与专业化的商业

出版结合。职业写作者的创作更加依附于市场上层出

不穷的期刊，一些老牌大型出版机构同样寻求新文学

领域的业务拓展。于是，文学杂志不再是文学生产的

唯一场域，面向大众读者的综合性刊物借助专业出版

模式的扩大同时参与了 1930 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多元

内容提要 ：

在 1930 年代特殊的文化政治环境下，中华书局创办于 1933 年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新中华》不
仅开辟了较为宽容理性的公共空间，同时也以专业化与大众化结合的办刊宗旨参与 1930 年代的大
众文学生产，为新文学走向大众提供了探索性、多样化的实践。本文以 1933—1937 年间《新中华》
的大众小说生产为考察对象，揭示出《新中华》以予且、周楞伽的大众文学生产为表征，建立了“通
俗”和“普罗”之间的大众文学观念实践及其内部的理论缝隙 ；同时，大众文学的多义性生产也被

《新中华》这一综合性杂志再次统合进整体文本指涉的启蒙方案与意识形态构建功能。通过考察《新
中华》与 1930 年代的大众文学生产的关系，能够更为全面地从整体把握 1930 年代的文学动向及其
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状况之间发生的历史关联。
关键词 ：

《新中华》、大众文学、大众化、予且、周楞伽

《新中华》与 1930 年代大众文学的

多义性生产

◎ 申 爽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 现代中文学刊82 

钱歌川担任主编，钱歌川负责文艺方面内容。作为一

本大型综合性杂志，《新中华》的文艺策略显示了一家

“老大书局”2 拓展新文学领域的野心，陈望道、巴金、

郁达夫、宗白华、傅雷、丰子恺、穆时英等诸多名家

均有作品见刊其中，钱歌川、张梦麟等文学编辑更颇

为注重发掘青年作家作品。予且、周楞伽等人为《新

中华》供稿时尚在文坛崭露头角，李辉英早期小说《丰

年》也是先在《新中华》连载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

收入“新中华丛书”的。可以说，《新中华》的文学生

产在 1930 年代的社会文化空间中书写过颇具探索性和

影响力的一笔，反映了当时大众读者普泛的阅读趣味。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综合性杂志作为文化商品向

读者开放的并非是纯粹的文学场域。假使将一本综合

性杂志作为整体性的文本进行阅读，其与文学杂志的

区别在于前者试图面向大众提供根植于启蒙传统的

“百科全书的知识”（Encyclopedism）传播，同时在

1930年代的现实语境中响应抗日救亡的民族主题。《新

中华》创刊号即为“淞沪抗战纪念专号”，发刊词称“本

志定名为《新中华》，冀其对于‘现代的中国’有所贡

献，故敢揭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之二

义，以为主旨。”3 每期内容编排除国内外时政要闻与

时事评论外，经济、工农业、科学、社会、历史、生

物、地理、天文、健康、文艺、谈薮等栏目几乎无所

不包。达恩顿指出，“百科全书的知识”（Encyclopedism）

既是知识的汇编又是一种哲学宣言，这一哲学来自知

识的理性自觉并与之共同构成使启蒙运动合法化的策

略。4 这意味着“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刊物内部，

文学内容被二次编码后缝合入杂志的“大文本”，而与

其他“条目化”的“知识”共同服务于整全性的启蒙

方案，分担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需要

指出的是，形式塑造启蒙神话并不直接导致综合性杂

志的文学生产被剥夺其自身的主体性，通过考察分布

于综合性杂志中的文艺作品，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

地从整体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动向及其与更广阔的社

会文化状况之间发生的历史关联。

研究界对现代文学与印刷出版传媒之间的关系已

有了较深入的研究。杂志、报纸副刊与文学的组织生

产方式、文人离散聚合乃至社会文化空间样态有着紧

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刘增杰关注现代文化期刊与现

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期刊中保存有极为

丰富的文学史料，但文化期刊研究仍是目前期刊研究

中较薄弱的部分之一。5 目前对 1930 年代上海三大综

合性文化刊物的研究成果较多关注《东方杂志》不同

时期的文学实践、与作家间互动关系等，或以杂志为

补充文本考察文学场域在各历史阶段思想文化状况中

的动态位置。相较而言，《新中华》《申报月刊》研究

多围绕几次思想论战展开，对《新中华》文学生产、

文艺策略的研究尚未专门深入。1930 年代，除《生活》

周刊、《大众生活》能够突破每期十万份发行量之外，

抗战前月销万份的杂志并不多见。依托中华书局的规

模和影响力，《新中华》固然能够汇集诸多名家之作，

也因其办刊思想始终着力强调一个超越党派、面向大

众的立场而贴近读者。抗战前《新中华》所连载的予

且中篇小说《如意珠》、短篇小说《木马》《妻的艺术》

等与马克吐温一同作为大众小说进行介绍，显现出杂

志力图探索 1930 年代被政治含义缠绕的大众文学之外

的“大众”在其文学再现中的丰富多义；而同时期所

刊周楞伽中短篇小说《饿人》《永久的感伤》《村居日

记》等，则通过对大革命后凋敝的乡村图景及灾难叙

事下底层农民生活的刻画，填补了《新中华》大众文

学生产中“普罗”的一角，但小说内在的压力仍旧与

左翼“文艺大众化”理论以及大众主体之间存在认识

论的缝隙。同时，尽管《新中华》的大众文学生产以

予且与周楞伽小说为表征分别呈现了 1930 年代大众

文学的“南北极”，然而进入 1940 年代的文学史叙事，

二者又在海派通俗文学的大众化方案上殊途同归。本

文将以 1933—1937 年间《新中华》的大众小说生产为

考察对象，探讨 1930 年代大众文学生产的多义性与综

合性杂志之间的关系。

一、“大众”的立场 ：“杂志年”与《新中华》的创刊

在《新中华》创刊的 1933 年，期刊杂志的发展在

数量上出现了一个高潮，大量新刊充斥 1930 年代初期

的文化市场。1933 年上海通志馆对全国主要地区出版

的杂志进行调查，当年全国主要地区出版的 248 种杂

志里，上海出版的杂志就有 178 种，占总数的百分之

七十左右。这一杂志出版的井喷现象在当时被命名为

“杂志年”，上海作为全国杂志出版的中心更有“杂志

的麦加”之称。到了 1936 年，《申报年鉴》统计 1935

年 6 月全国各省市杂志出版情况，其中上海的杂志数

量已增加至 398 种。6“杂志年”所充斥市场的大小

刊物基本脱离了早期同人刊物的特质，随着职业写作

者—出版商—读者三位一体的专业化出版模式日趋成

熟，杂志成为文化商品嵌入现代都市空间大众文化生

产链条。加之 1930 年代国民党当局高压文艺审查制度

下单行本图书的出版空间被大大压缩，读者购买力低

迷，相较而言杂志无论成本还是形式都更加灵活也更

经济，也正因此，1930 年代杂志的内容生产愈加趋于

综合多样，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

《新中华》就是在“杂志年”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创刊的。1932 年 8 月 1 日，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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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二八事变”遭受日军轰炸被迫停刊的《东方

杂志》时隔 6 个月复刊。尽管恢复了营业，但当时商

务一切大小事务均遭战火重创，出版业务仍处于几近

停滞的局面。在此的 4 个月前，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

城找到曾在《东方杂志》任编辑的倪文宙，告之中华

书局“将在 1933 年刊行一个综合性杂志，略同与商

务的《东方杂志》，要在 1932 年准备起来”，7 并提出

请倪文宙担任这份刊物的总编。1932 年 7 月，申报馆

也以纪念申报馆六十周年为契机，聘请原《东方杂志》

编辑俞颂华为主编，创刊综合性杂志《申报月刊》。编

辑人员的流动或聚合不仅是单一的人事变化，更代表

了办刊模式与编辑风格在商业层面的再组织。据钱歌

川回忆，因“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综合杂志，就是商

务印书馆编印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自然也不甘示

弱”，故而《新中华》的筹备也是为了“争取读者，不

让《东方》专美于前”。8

《新中华》的创刊无疑带有同《东方杂志》竞争

的色彩，这决定了它在内容上吸引大众读者的同时必

须保持一定专业水准。于是“一面专门化，一面大众

化”9 的办刊方向由此而来，办刊至 1935 年，还有读

者来信反馈“大众化”的文章尤嫌不足。10 进入 1930

年代，左翼文学对“大众文艺”及“文艺大众化”的

召唤，一方面需要通过摆脱五四新文学实践的精英化

所招致的内在精神危机来确立“大众”的阶级主体性

与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与新文学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面——鸳蝴派、礼拜六派通俗文学阵营及粗制滥造的

翻印小说“一折八扣书”逐渐在读者对象的大众接受

层面对垒。“大众化”不仅涉及如何从理论层面回应

五四以来延续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更为实际的问

题是：谁是大众文学的新读者？怎样的大众化方案能

够扩大并影响这些“大众”读者，重新激活文学对社

会的组织及改造功能？ 1920 年代末期，由日本兴起的

“大众文学”经译介传播至国内，几乎同时旧派通俗

小说也开始了向现代通俗小说的新旧转换。早在 1928

年郁达夫发表在《大众文艺》第 1 期上的《大众文艺

释名》一文中将“大众文艺”追至 20年代日本流行的“大

众小说”，是指“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

或武侠小说等。”11 郁达夫希冀通过《大众文艺》杂志，

能够和当时市面上以言情恋爱、武侠探案或文坛登龙

为面貌畅销流行的大众文学拉开距离。到了 1930 年代

左翼文学在讨论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时所确立的“大众”

这一对象就更直接地与文学的社会组织功能与政治化

的阶级动员联系起来了，普罗大众文艺最根本上是“争

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的具体任务”。12 然而，对大众文

学进行高度政治化、先锋性的提纯依旧很难解决其在

大众接受层面的问题。吴福辉指出，左翼文学从把市

民作为读者对象到以农民作为读者对象是一个复杂的

演变过程。131930 年代文化政治光谱中的“大众”或

是“普罗”的代名词，或是难以摆脱旧派通俗、游戏

文章的旧帽子，尽管“普罗”与“通俗”也分别在各

自的文学阵营内不断变动。

已有研究者指出 1930 年代大众文学在不同的文学

场域显现出的“普罗”与“通俗”的二重性。林韵然

的文章通过对“大众”一词在文学史语境中的系谱学

考察，讨论了 1930 年代两种大众文学发展的脉络及背

后的政治内涵、文学理念和世界观。14 然而在“普罗”

与“通俗”之间，“大众”仍旧以不同的面孔在文学

再现中出场，谁在理解、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生产“大

众文学”也并非局限于某一文学阵营内部的理论议题。

1934年第7期《新中华》“文学专号”发表了钱歌川的《大

众文学》一文，在继承了周作人“平民文学”理论脉

络的基础上，将大众文学的边界扩大至“以情节及趣

味为中心的，不受时代的限制而永为大多数人所爱读

的通俗作品”，进而把通俗及趣味导向的大众文学观

推向极致。钱文“从古以来只有大众文学的作品而无

大众文学的理论”15 一说随即招致了来自左翼文学杂

志《春光》的激烈批评，16 现在看来，钱歌川的论断

无非是对周作人观点的重述。《春光》对钱歌川及《新

中华》大众文学观的批评是“普罗”对“通俗”的批评，

通过批评确立的立场正是左翼文学阵营要求建立真正

的、革命的大众文学阵地以发挥其政治动员和社会组

织功能。对于左翼文学阵营所划定的大众文学的边界，

无论是《新中华》编者从办刊的文艺策略上对“大众

文学”的理解，还是随后对《春光》批评的回应，都

提示了一种更为开放、调和的大众文学观：

……他们反对的论点，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侦探、

冒险等读物称之为大众文学。那么，大众文学是什么

呢？《春光》和《作品》上所发表的文章都没有提及，

可是看他们的论调直言之，大众文学即非是普罗文学

不可。

……举眼一望，中国提倡新文艺十余年而低级的

小说仍充斥如故，由此可知一般大众的程度。为这些

读书阶级着想，为中国文化前途着想，提倡更高级而

健全的通俗小说，更有高尚趣味的大众文艺，似乎也

是一件要紧的工作吧。若以侦探爱情社会等通俗文艺

一律以低级作品目之，这便是不读书的浅见，如以这

一类大众文艺，不必提倡，那便是昧于目下中国读者

的情形。17

通过与纯文学的对照，“趣味”成为了理解这一大

众文学立场的关键词，一旦将“趣味”与现代市民社

会大众文化的生产—消费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杂志这

一现代媒介形式还是大众文学的通俗性就不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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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对审美娱乐化的过度依赖。作为《新中华》主编

之一，钱歌川在对大众文学流变的阐释中充分关注了

现代报刊媒介发展与大众小说创作形式之间的关联：

报刊的发行规则赋予大众小说全新的连载形式，连载

的大众小说又通过制造“共通性的兴味”18 以获得大

众读者的青睐。在已确立的文学秩序下，大众文学与

纯文学在通俗性和艺术性上的对立几乎是不证自明

的，如何将大众文学“共通的兴味”提升为真正“高

尚趣味”无疑是针对新文学的大众接受困境来完善文

学对“目下中国读者”启蒙功能的路径，也是《新中

华》将予且与周楞伽的创作统合进其大众文学观念实

践、并最终服务于一个整全性启蒙方案的方法论起点。

二、“我之恋爱观”：新文学成分与大众小说

通俗性的转译

1935 年，一位读者在给《新中华》的《读者来信》

中写道：“……（《新中华》）我喜阅读的，不是味橄先

生的《北平夜话》，便是予且先生的创作小说，我记得

予且先生的《如意珠》，使我看了而不忍释手。”这位

读者表示，其“所认为缺憾的，就是不能看见各位先

生——像予且先生，味橄先生等——我希望在《新中华》

的首页上，以后能看见各位先生的容颜……就没有别

的奢求”19。1933 至 1934 年，《新中华》将予且的小

说作为大众文学作品推出，得到颇多好评，像这样追

捧的读者不在少数，让编者也感到“望外之幸”。20

予且，原名潘序祖，从 2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一些

鸳蝴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但走上新文坛还是 30年代中

期。光华大学毕业以后，予且长期在光华附中做教员，

同时在中华书局做编辑，1937 年主编中华书局当年新

推出的定期刊物《少年周报》。作为海派通俗文学的重

要作家之一，研究界对于予且及其作品的关注主要集

中体现为 1990 年代一系列海派文学研究著述，吴福辉

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予且小说论》等奠定了

将予且作为海派市民通俗小说家研究的基调，李楠的研

究进一步探讨 1940 年代予且作品的文体特色。随着文

学史书写对通俗小说发展脉络的重视，对予且不同阶

段作品的发掘增多，近期凤媛的研究重点关注 1920 年

代予且的创作与圣约翰大学时期教育经历之间的关系，

为其早期创作寻找新文学的根基。211933—1937 年间予

且共在《新中华》发表 30余篇作品，并在中华书局出

版了《小菊》《如意珠》《妻的艺术》《说写做》《两间房》

等作品集，逐渐奠定了其文坛地位。可以说，1930 年

代予且创作的主要作品都与中华书局和《新中华》关

系密切，这一时期予且的创作处于“把昨天的纯文学

创新成分迅速转化为大众的成分”的探索阶段，在新

文学实践中开始显露出“新型市民小说的端倪”，22 直

到 1940 年代进入通俗市民小说的创作高峰。考察予且

在《新中华》的大众小说生产，能够在文学史脉络里

更全面地理解海派通俗市民小说的生长过程，更为重

要的是，通过进一步探讨予且大众小说创作中新文学

成分与文本通俗性的互译及其与内在创作机制之间的

联系，才能把握 1930 年代大众文学多义性生产的细部

构造。

1934 年第 7 期《新中华》文学专号上刊载的予且

作品《木马》，是一篇与张梦麟译马克·吐温《画家之死》

一同作为大众文学作品刊出的短篇小说，这二者的并

置使我们注意到《新中华》对予且作品之“大众性”

的理解。研究者常用予且在《我怎样写七女书》中的

一段话来剖析海派通俗小说家对物质生活的看法：“有

时因为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无暇顾及我们的灵魂了。

而灵魂却又忘不了我们。它轻轻地向我们说，就堕落

一点吧！这是灵魂向我们说的话，而且是个好灵魂，

好灵魂用好面孔叫我们堕落一点，我们于是就堕落一

点罢！”23 以物质生活为主轴贯穿婚恋家庭中的道德

情感与社会现实，这是典型的市民阶层的精神叙事。

1935—1936 年间，予且在《新中华》上发表了系列随

笔小品，全部以物为主题，有《脂粉》《月饼》《啤酒》

《肥皂》等，其中《脂粉》《肥皂》两篇，粗读起来还

颇有些使人联想到鲁迅的《肥皂》，实则依旧围绕普通

市民生活里浅显的悲欢打转。鲁迅曾在《〈夏娃日记〉

小引》中评价马克·吐温：“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

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

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24 同样，予且笔下勾勒的

大众面孔凸显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与道德伦理，由

家庭、婚恋与日常生活诸种细节为主轴构建的通俗性

最终指向都市现代性统摄下的社会现实。将予且的《木

马》与马克·吐温的《画家之死》并置，不难看出《新

中华》编者所认定的大众文学高尚趣味之所在，而二

者同时呈现在杂志的文本内部，则有意与予且小说中

反复出现的戏剧性、趣味与现实张力形成互文。在这

里，“趣味”固然是从市民日常生活中进行美学化的提

取，与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中批评的对象——

“不甘于通俗，又不甘于没有立场，所以才巧妙地想出

这种‘大众文艺’的美名”，“在封建时代的遗臭中蒸

发着的通俗小说”25 还是自觉保持着距离。表面上看，

物与人的关系是予且惯常描写的婚姻恋爱题材小说的

主轴，而本质上追求的是在形式上摆脱旧式言情小说

的窠臼，并且自觉通过对新文学写作技法和美学形式

等成分的吸收和转化来达成以婚恋写社会的目的，进

而完成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横断面”式的文学再现。

中篇连载小说《如意珠》就是予且这一时期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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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也是他自认创作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文本。

小说从一个失业落魄教员无意偷窥到隔壁的女郎而展

开，戏剧性的转折在小说结尾被推向高潮：当女郎施

展自己的美貌，携打扮整齐的“先生”驾车来到学校，

师生均为之倾倒，“先生”重得工作也重获生活的意

义，此时他才得知这位女郎的名字叫“朱如意”。在

1935 年中华书局版《如意珠》单行本序中，予且特别

强调了小说人物命名及身份转换背后的意义流动与社

会象征资本有关的逻辑，同时女郎的姓名作为雅与俗

关系的隐喻被编织入小说整体结构——“极‘俗’的

一个名字，令读者由篇名《如意珠》上生出极雅的印

象来”26——又和小说中作为落魄知识分子的“先生”

在精神与物质层面构成对照（被虱子骚扰而苦想徐志

摩、曾文正公、小泉八云的“先生”，和目不识丁却最

终助“先生”赓续旧业的“小姐”）。小说开头看似闲

笔的穆时英与《南北极》提示了《如意珠》文本内外

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事实上，予且从未否认《如意珠》

时期的创作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27 小

说“上部写幻想的内倾性，中部写幻想的外倾性，下

部写幻想受外界刺激而生的升华性”，28 前两组对照又

被纳入“真实”与“幻想”的对位，进而在叙事结构

中达到意义的相互转化。同样，对物质细节的记录、

描摹和“真与幻”共同构成了文学再现内外呼应的“现

实效果”。予且特意在序言中提到小说中对“板缝”、“臭

虫”、“阁楼”、“非而生”、“火油炉”等物的实写和对

其他物品的“虚写”，不仅是用以打通“真”与“幻”

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唤起读者情感认同的符号媒介。

在此，“真”与“幻”并不来自于古典小说体系中真实

与虚构关系，而是对现代主义心理分析技法与写实主

义美学形式的汲取。假如我们将《如意珠》中这些对

现实细节的展现理解为一种“作为一个符号表露了小

说要与‘真实’范畴结盟的冲动”29 的话，予且正是

企图通过这一系列现代文学技法抵达由“幻”到“真”

即社会现实的路径尝试。

在 1940 年代一篇名为《我之恋爱观》的“自剖”中，

予且曾这样揭示他所理解的恋爱、婚姻与社会现实之

间的关系：

中国的社会一向是以“家”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

单位的。因为经济、政治、社会的变迁，这唯一的单

位——家，已经大大的发生动摇了。这是一种不可抗力，

其力之大有过于狂风暴雨。人们没有力量来维持这一

个家，旷夫怨女的眼泪和呼声，已经不在家的屋檐下

发出来而成为社会的呼号了。30

悬停在“我之恋爱观”背后的，不仅是五四以来

传统家庭观念解体向现代社会结构的价值转向，也是

战争叙事、政治局势与经济状况交叠投向社会的更为

逼仄压迫的阴影。在这片阴影笼罩下，个人的日常生

活轨迹与社会现实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对予且来

说，运用极端的细节再现社会生活的诸种问题、尝试

通过现代主义的内面写作来把握个体与现实社会的关

系，新文学成分与大众成分之间的相互转化在最大程

度上发挥出短篇小说的文体特点来释放“生活的横断

面”蕴含的戏剧性，写婚恋即是为了抵达社会现实。

予且对其创作中自觉展现的诸多新文学成分构成

了他日后对通俗文学及创作技巧之大众性的认识论资

源。1940 年代在《万象》杂志上讨论何为通俗与通俗

文学写作时他提出，通俗并不等同于平凡、粗陋或对

低级趣味的迎合，而是“在显豁明白富有趣味之中，

仍饱蓄了深的意义”，而“显豁明白”则托于写作技法、

情感表达之细腻精微，进而超越特定的创作题材甚至

文学形式，抵达“人世本来面目”——即对社会现实

的文学再现：

有人以为通俗文学实质，一定是限于某一项材料。

这个见解不一定对。又有人以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一

定限于鼓词，唱词，山歌，田歌，这一个见解也不一

定对。古诗通常认为不通俗，但也有老妪都解的诗。

白话文，一般人认为很通俗，我们却也有读不下，看

不懂的白话。就拿山歌，田歌，鼓词，唱词说，既不

见得人人都能做，又不能所有的东西全都容纳在里

面。……实质和形式不是通俗的因素，技巧却是的。

既言技巧，粗陋的当然不如细腻精微。31

予且将新文学成分转化为大众的、通俗的文学再

现的过程彰显出他将大众小说作为现实社会生活之文

学再现的创作意识，这恰恰表明，在具有海派色彩的

通俗市民文学被作为流派创造出来之前，尽管在已确

立的文学体制中纯文学和大众文学被分立为两个阵

营，然而二者在创作上往往是互通的。以予且为例，

在《新中华》的文学生产中，“大众文学”始终是一个

正在发生的概念，同时，它也与杂志本身试图践行的

大众化立场息息相关。

三、“化大众”与“大众化”：底层书写、都市眼光

与大众文学多义性的裂隙

在《春光》杂志对钱歌川及《新中华》的批评中，

曾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明确了“大众”的意涵：“大众

文学是在这一特殊时代把劳苦大众生活错裸地用形象

表现出来”，32 是活跃的、前进的。反观 1930 年代《新

中华》的文学生产，如果说予且代表了《新中华》通

过对通俗性进行文学改造而展开的大众文学实践，周

楞伽在《新中华》的创作投向农民与乡村底层的视野

无疑为《新中华》大众化观念的多义性生产提供了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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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左翼文学概念的大众文学色彩。周楞伽走上文坛的

时间与过程和予且相似，从 1933 年《新中华》创刊起，

陆续以“周楞伽”和“苗埒”署名，发表了 10 余篇作品。

其中《饿人》与《旱灾》是先在《新中华》连载，后

由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周楞伽与

予且并列，作为海派市民小说的代表作家。331940 年

代初，周楞伽接手冯梦龙主持《小说日报》的时评专

栏《葳蕤五记》，一时颇受好评，同时期也另以“华严”

为笔名开设有专栏《说白》，这些文章均以通俗散文或

游戏文章的形式出现，强调的是更为软性消闲的小报

趣味。因而目前对周楞伽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其 1940

年代所创作具有海派色彩的通俗性作品的阐释上。

实际上，1930 年代周楞伽在《新中华》上发表的

一系列短篇小说几乎都以描写农村现实为主要对象，

这与他 40 年代起在《小说月报》《万象》上发表的一

系列具有典型海派色彩的都市小说或通俗小品极为不

同。1934 年在《新中华》上连载的小说《饿人》，写

一贫如洗的山东农民在家乡遭遇旱灾与蝗灾之后，为

了求生与乡民一起亡命闯关东，却不幸被朝鲜人欺凌，

继而又遭遇“万宝山事件”，与同乡九死一生逃亡上海，

又逢“一二八事变”，同乡全部惨死，自己一家人饿

死街头的悲惨一生。1934 年发表在《新中华》第 2 卷

第 7期的短篇小说《永久的感伤》，写的是作为城市知

识分子的“我”与农村青年雷子之间儿时友谊的回忆，

以及再见雷子时对他悲惨命运的感伤，读来不能不使

人想起鲁迅在《故乡》里写“我”与闰土的故事。随

后在《新中华》上发表的《村居日记》则以纪实的笔

法写身为作家的“我”下乡去生活，还是写农村破产

与旱灾对乡村和农民的侵蚀。灾难叙事与乡村底层叙

事构成这一时期周楞伽大众文学书写的主轴。

1936 年，周楞伽出版长篇小说《炼狱》，在文坛

上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影响。《炼狱》以长卷式的宏大视

角描写 1930 年代初一群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因感于生活

的苦闷投身乡村改造，却无法打破农村根深蒂固的封

建枷锁与农民的蒙昧不化，最终理想幻灭。在周楞伽

后续的回忆文字中，曾反复提到《炼狱》的创作不无

受到茅盾《子夜》的影响，以至出版后还曾被读者来

信指出有剽窃《子夜》的嫌疑。34 两个文本之间的关

系为我们提示了周楞伽的大众文学创作在叙事、结构

及美学风格上的资源。以此为出发点回溯他在《新中

华》发表的作品，灾难叙事下农村破产的血泪图景被

展开之后，浮现出的底层农民的身影依旧是城市知识

分子眼中的农民，质朴、诚实，但永远无力改变贫穷

悲惨的命运，也因此而使观察主体即城市知识分子的

“我”感到感伤痛苦。《永久的感伤》中曾经“手热得很，

血液正在他的体内流动”的青年农民雷子，他对爱情

的自主追求被乡村封建伦理压迫从而走上了对出身和

宗族的反抗，然而雷子最终还是消极沦落下去；“我”

虽不理解作为农民、“并没有我那样智识”的雷子何

以能够做出像五四青年那样的反抗举动，但很快“我”

的命运也陷入了和雷子相似的境况，面对相同的悲剧，

“我”仍然是雷子的启蒙者：“不要忘记现在是冬天，

冬天是黑暗的，你忍耐度过这黑暗的一刻罢，不久春

天的阳光就要来迎接你了。”35

1930 年代，“农村破产”的认知随诸种乡村建设

实践进入知识视野，而“农村破产”书写正是“都市

眼光”这一现代性话语装置构建的产物。或者说，从“乡

村”到“农村”这一话语层面的转变本身就是城乡关

系被不断问题化的过程。36 只有处于现代工业社会文

化标准的城乡对位，才能够发现作为问题及改造对象

的乡村。尽管农村破产的共识及其背后的都市眼光并

不必然指向“化大众”的启蒙路径，但启蒙视野中需

要被唤醒、改造的农民大众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挣脱

封建与保守的桎梏，更不可能具有抗争的主体性。一

旦启蒙话语最终在主体的革命性动机上重回五四现实

主义美学的结构范式，小说最终只能以道德的“净化”

走向现实主义的结果——“私人经验与顽固现实间的

和解”。37

实际上，周楞伽自己对“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有

着自己的判断和看法，这些判断就能够回应他早期在

《新中华》杂志上的作品所发现、呈现出的农村并暴露

出他书写的内在逻辑。1938年在《文艺新潮》开辟的“文

艺大众化问题”座谈栏目中，苗埒（周楞伽）谈到：

要使得文艺大众化，必须要先了解大众。中国的

大众，其程度是不怎么高明的。过去的普罗文艺作家

把大众写得非常前进，受了一些压迫，便立刻会起而

反抗，其实这完全是他们头脑里的幻觉，事实上并不

存在。除了都市里的少数产业工人外，其余农民大众

的程度都非常落后，和我们智识分子相去有十万八千

里之远，从事文艺大众化的作家，倘若不明了这一层，

则写出的作品和大众仍旧不免是南辕北辙。38

在“化大众”还是“大众化”的问题上，周楞伽

对大众的认识并未超越启蒙语境，他对大众的判断及

看法亦基于此，假使知识分子做不到对民间的启蒙、

无法使农民大众的落后性冲破封建枷锁，那么形式上

的大众化自然无从谈起。以此为前提来书写传统乡村

共同体伦理内部的剥削与压迫关系，最终指向的可能

性自然不尽相同。作为 1930 年代受茅盾及其作品影响

的年轻写作者中的一员，周楞伽在《新中华》上发表

的小说更多是将革命 / 普罗的大众文学作为一种现实

主义美学形式而展开其创作实践。在左翼文学叙事中，

这一“大众”在最大指涉范围内——按照陶晶孙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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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囊括了“被支配阶级和被榨取者的一大群”，他

们“本身内虽说含有组织性，却还是没有形成团体的

形态”。39《饿人》《旱灾》《村居日记》等类似“血与

泪”的文学再现固然将视野投向大革命后破败多灾的

乡村图景及苦难多舛的农民命运，《炼狱》甚至试图通

过一种全景式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结构意识

来揭示城市知识阶层与乡村改造、与 1930 年代诸种走

向大众实践之间的关系，但仅作为现实主义美学实践

的“大众”自始至终并未作为具有大众意识的历史主

体出场；无论是小说内在的压力还是其与“文艺大众

化”论争理论之间的缝隙，均暴露出作为叙述者 / 见
证者的知识阶层与作为对象的乡村 / 农民大众之间的

距离。而周楞伽在小说中对启蒙者的个人意志面对严

酷社会现实挤压所必然生成的幻灭感的不断重写则提

示我们，“再现”或“反映论”模式的普罗大众文学实

践并没有超越五四新文学启蒙话语所构建的精神与道

德层面“假想的领导权”，也没有通过对所描写的现实

的超越性把握来实现批判现实的功能。大众尽管以社

会底层的“普罗”面孔出现，但“我”并非大众的一

员，创作的出发点也并非来自对大众的认同，于是大

众成为被悬置的客体又重回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精英化

困境，被保留下来只有“反映论”的现实主义文学再

现一点微弱的批判姿态。

1933 年 4 月第 8 期《新中华》刊发了关于农村社

会问题的讨论，包括千家驹《救济农村偏枯与都市膨

胀问题》、杨荫溥《中国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等 40

理论文章引起反响，以此为契机，后续《新中华》又

开辟了农村经济复兴专号，成为 1930 年代农村社会

性质论战的先行阵地。与农村破产对应的是城市膨胀，

乡村与农民之贫困愚昧是由口岸资本主义、城市及其

上层对农村基层社会最大程度破坏与吸取所导致的结

构性恶果。将周楞伽的小说文本还原到《新中华》作

为综合性杂志的整体文本中去，《新中华》开辟的复兴

农村经济讨论与后续农村通讯的加入正是周楞伽企图

在小说中揭示的社会现实。然而就周楞伽在《新中华》

的大众文学生产来说，启蒙视角的底层书写并未将对

社会现实的有效讨论带入到对大众文学的多义性生产

中去。这恰恰暴露出综合性杂志试图召唤的整全性启

蒙方案与大众化实践之间的裂隙。

结语 ：作为方法的大众文学

进入 1940 年代，予且和周楞伽分别迎来了作为海

派市民通俗小说家的创作高峰，从二人在《万象》《小

说月报》上的一系列作品来看，无论是其融合新旧文

学的写作技法还是文体上均呈现出与他们 1930 年代

《新中华》创作时期较为明显的差异，在海派文学中

的位置也由此而确立。而在 1930 年代“大众文学”的

多义性阐释向 1940 年代“通俗文学运动”裂变的过程

中，通过塑造“高尚趣味”抵达启蒙功能的理论线索

被延续下来，以《万象》杂志为中心的“通俗文学运动”

将这一线索进一步展开，成为海派通俗文学寻求自身

文学身份合法性的话语构建方式，予且和周楞伽正是

活跃其中的实践者。

1930 年代《新中华》的大众文学生产以予且、周

楞伽的文学实践为表征，建立了在“通俗”和“普罗”

之间、或者至少不局限于这一对两极化概念的对大众

含义的理解。张梦麟在讨论大众文学和纯文学时，援

引了高尔斯华绥的话将大众文学大致定义为表现“通

俗的真理，既存的道德”，这样的大众化理念尽管看似

将“大众文学”从种种政治动员方案中“剥离”、甚

至是“拯救”出来，然而也面临着将其重新拖入窠臼

的危险。也就是说，无论大众以怎样的面孔在文学再

现中出场，大众文学都要担负文学之于现代民族国家

构建的意识形态功能，那么大众的主体意识究竟何在？

这是《新中华》作为综合性杂志在实践其社会文化生

产和组织功能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 1930 年代高度两

极化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新中华》勉力维持超越党派、

“不论新旧或左右都兼收并蓄”的纲领性理念一旦落在

具体的话语实践中则很难不被指认为一种徘徊于政治

性和商业性之间的调和姿态。到了 1937 年，《新中华》

在“八一三战役”的炮火中被迫停刊。以 1936 年春“两

个口号”论争为理论前奏，革命大众文艺正式彻底剔

除了一直以来在大众化讨论中出场的种种复杂面孔，

完成了大众文学在概念、范式和制度上的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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